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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型領導、員工激勵與組織承諾關聯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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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號 

 

摘 要 

隨著經營環境的多變難測，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間之關係持續受到學術界或實務界重

視，經由文獻中發現，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各構面間之關係呈現兩變數不一致性；因此，本

研究將探討台灣中小企業轉換型領導對高階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關係之中介效果，以及員工

激勵對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關係之干擾作用。並以臺灣中小企業員工為調查對象，隨機抽樣

問卷調查，本研究以配對的方式發放問卷，每一組問卷為中小企業的一位會計部門主管配對其

二位會計部門員工，有效組數 178組(共計 178份部門主管問卷以及 205份員工問卷)。研究結

果發現：(一) 高階轉換型領導正向影響轉換型領導；(二) 轉換型領導對高階轉換型領導與組織

承諾具有中介效果；(三)員工激勵對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具有干擾效果。最後，針對本研究

實證結果提出相關討論與建議。 

關鍵詞：轉換型領導，員工激勵，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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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nior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employee moti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is research 

utilized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ubjects are the SMEs in Taiwan. Each valid dyad 

questionnaire includes on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nd two of his/her financial employee questionnaire. 

In total 178 dya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178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nd 205 

financial employe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senior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2)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ior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3) employee motivation has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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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suggestion and future related study are proposed. 

Key Word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Employee Motiva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一、緒論 

  面對多變難測的競爭環境，員工始終是現代企業成敗之

關鍵(Mohan, 2010)，組織承諾是組織成員工作相關的一項重

要行為(Pattnaik & Tripathy, 2014; Ö RÜ CÜ  & BOZ, 2014)，組

織承諾不僅可以預測員工離職行為(Lam & Liu, 2014; Meyer, 

Stanley, Herscovitch, & Topolnytsky, 2002; Mathieu & Zajac, 

1990; Hackett, Bycio, & Hausdorf, 1994)，亦是工作績效優劣

之衡量指標(Fu & Deshpande, 2014; Morris & Sherman, 1981; 

Ferris & Aranya, 1983)。組織承諾對於個人和組織都有著重

要影響，能使企業內部擁有穩定之勞動力，組織成員呈現高

水準之競爭動力和工作績效，勇於接受組織對高度生產力的

要求以達成組織目標(Randall, 1987)，對組織之穩定與發展

佔有極重要位置(Steers, 1977)。 

  領導相關研究已跨越一百年以上(McCleskey, 2014)，領

導者之領導風格對組織的成功至關重要(Irshad & Hashmi, 

2014)。研究顯示，領導與承諾皆是中小企業之關鍵成功因

素(Ghosh, Tan, Tan, & Chan, 2001)，轉換型領導正向影響組

織成員與組織的關係(Men, 2014)，可以提升組織成員之組織

承諾(Tyssen, Wald, & Heidenreich, 2014; de Poel, Stoker, & 

Van der Zee, 2014; Korek, Felfe, & Zaepernick-Rothe, 2010; 

Limsila & Ogunlana, 2008; Erkutlu, 2008)。過去研究發現轉換

型領導與組織承諾各構面間之關係存在著正相關者(Chih & 

Lin, 2009; Bučiūnienė & Škudienė, 2008; Barroso Castro, 

Villegas Perinan, & Casillas Bueno, 2008; Walumbwa, Wang, 

Lawler, & Shi, 2004)、存在著負相關者(Mancini, 2008; Guh, 

2008) 亦發現兩者關係不顯著者(Ramachandran & Krishnan, 

2009; Chandna & Krishnan, 2009)，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各

構面間之關係呈現出不一致性。因此，推論轉換型領導與組

織承諾間之關係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所干擾(Loa, Ramayah, 

Hii, & Songan, 2010)，兩者間之關係仍待進一步瞭解。 

    中小企業具有經營權與所有權合一、組織層級少的特性

(Wang, 1995)，中小企業比其他類型企業更重視高階管理層

與員工之間的密切工作關係及影響(Ghosh, Tan, Tan, & Chan, 

2001) 。 轉 換 型 領 導 係 個 別 關 懷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智識啟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激勵願景

共享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和魅力理想化 (charisma or 

idealized influence)等四個部份所組成，轉換型領導者重視每

一位組織成員之需求，個別關懷讓成員瞭解自己在組織之重

要以及激發其潛能，建立新的思考方式激發組織成員之創造

力與發展能力，明確之組織願景、具有挑戰及意義之任務以

激勵組織成員對未來產生信心，鼓勵團隊理念共享組織願

景，組織成員能夠尊崇、認同和學習領導者之言行並將其視

為典範(Bass, 1985)。過去轉換型領導相關研究主要針對員工

其直屬主管的轉換型領導，較少檢驗二位以上的直屬主管或

高階主管的轉換型領導對部屬員工的影響(Shamir, 1995; 

Yammarino, 1994)。其次，根據社會學習理論(Bandura, 1986)

學者認為主管的領導模式會影響其部屬之領導模式，過去研

究亦發現較高階管理者的領導模式會影響較低階管理者的

領導模式 (Yang, Zhang, & Tsui, 2010; Mayer, Kuenzi, 

Greenbaum, Bardes, & Salvador, 2009)。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中

小企業，高階主管轉換型領導、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的關

係進一步深入探究。 

    激勵員工以及滿足員工需求能夠提高工作績效(Dessler,  

2010)。因此學者認為領導者必須要瞭解激勵之過程與運作

(Kinicki & Williams, 2010)，懂得適時激勵員工，當員工需求

漸滿足時就會發展對組織之承諾(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以提高工作績效。Mathieu and Zajac(1990)將組織承諾

中之持續承諾歸類為計算或功利承諾，在其組織承諾前因後

果模式亦指出，激勵為組織承諾的相關變項，認為激勵制度

會影響組織承諾之發展。研究顯示，利潤分享的激勵計畫

(Bayo-Moriones & Larraza-Kintana, 2009)與承諾之間存在正

向關係，獎酬(Paul & Anantharaman, 2003)和員工入股方式之

激勵制度(Long, 1978; French & Rosenstein, 1984; Klein, 

1987)對組織承諾具有正面之影響。因此，本研究推論在轉

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的關係中可能會受到員工激勵之干

擾。再者，轉換型領導注重精神層面之鼓舞，激勵部屬超越

個人私利，共同為組織目標而努力(Bass & Avolio, 1994)，員

工有了心靈層面的激發，傳統之員工激勵模式在轉換型領導

對組織承諾的關係中是否具有干擾效果？這亦是本研究想

加以瞭解的。 

    台灣的文化背景和價值核心與西方國家有顯著不同，員

工需求也不盡完全相同(Lu, Gilmour, Kao, & Hua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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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關係之實證研究，明顯缺乏針對

台灣中小企業的實證檢驗。基於如上所述，本研究認為擁有

高度承諾之組織成員係企業穩定發展之重要資源，而轉換型

領導對提升組織承諾有著相當重要之影響。因此，本研究首

先將探討台灣中小企業轉換型領導對高階轉換型領導與組

織承諾關係之中介效果。其次，將研究在台灣中小企業員工

激勵對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關係之干擾作用，以作為學術

界與實務界之參考。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領導已經被證明係一個有趣的主題，早期的研究著重在

領導者或其行為，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全方位之領導風格，例

如轉換型的領導風格(Bodla & Nawaz, 2010)。學者認為不論

在任何行業，轉換型領導係實踐有效領導的關鍵(Bottomley, 

Burgess, & Fox III, 2014; TETİK, 2014)，對員工評價產生了

直接積極的影響(Gaillier, 2014)。轉換型領導是組織領導者

與組織成員間互相影響之過程，過程中領導者與組織成員共

同進行激勵及鼓舞心靈等活動，藉由溝通、參與、凝聚群體

共識 (Burns, 1978)影響組織成員對組織產生承諾 (Yukl, 

2009)。轉換型領導者體恤重視每一位組織成員之需求，對

組織成員表達出個別關懷讓成員感受到組織溫暖與瞭解自

己在組織之重要，與成員之間建立友善親近之特殊關係，鼓

勵團隊理念共享組織願景與價值觀(Bass, 1985)。根據以上所

述，轉換型領導之概念與 Mathieu and Zajac(1990)組織承諾

前因後果模式之前因變項「群體領導者關係」的領導者、溝

通程度、參與式領導、群體凝聚力、體恤程度相符。因此，

可將轉換型領導視為組織承諾之前因變項，轉換型領導可能

會影響組織承諾的發展。 

  轉換型領導者重視每一位組織成員之需求，個別關懷讓

成員瞭解自己在組織之重要，新的思考方式激發組織成員之

創造力與潛能，建立明確之組織願景、具有挑戰及意義之任

務以激勵組織成員對未來產生信心，鼓勵團隊理念共享組織

願景，組織成員能夠尊崇、認同和學習領導者之言行並將其

視為典範(Bass, 1985)。雖然高階管理者普遍缺乏與基層員工

的直接接觸，但學者認為中高階轉換型領導者可能經由清晰

明確的願景、個人行為模範、象徵性的傳達溝通直接影響員

工(Shamir, 1995)，並啟發和塑造追隨者的群體凝聚力及認同

感(Kark & Shamir, 2002)。過去研究發現，高階轉換型領導

者對組織單位的表現具有直接的影響(Bass, Avolio, Jung, & 

Berson, 2003; Koene, Vogelaar, & Soeters, 2002)，轉換型領導

者能夠直接以及間接影響部屬(Bono & Anderson, 2005)，除

了直接影響基層員工也可能透過低階領導者間接影響員工

(Antonakis & Atwater, 2002)。轉換型領導是領導者與組織成

員之間互相影響之過程，在互動的過程中組織領導者與組織

成員間相互影響，改變行為以達到彼此的期望，組織成員會

將其主管視為角色與行為的模仿對象，成功的領導模式會被

複製與模仿，因此較高階管理者的領導模式會影響較低階管

理者的領導模式(Mayer et al., 2009)。研究發現，主管的領導

模式會影響其部屬的領導模式(Bass, Waldman, Avolio, & 

Bebb, 1987; Mayer et al., 2009; Yang et al., 2010)。因此，提出

下列假設: 

H1：高階轉換型領導正向影響轉換型領導。 

H2：在高階轉換型領導正向影響組織承諾的關係中，轉換   

     型領導具有中介效果。 

    人力資源活動的環境與過程都有著激勵之含意，領導者

必須要瞭解激勵之過程與運作(Kinicki & Williams, 2010)，知

道如何激勵員工、滿足員工需求以提高工作績效(Dessler, 

2010)。Robbins (1982)認為金錢不是激勵組織成員的唯一考

量，領導者必須同時注意到被激勵者實際層面之外在報酬與

心理層面之內在報酬，因此 Marriner-Tomey(2009)認為領導

者應該依循員工之需求與喜好予以滿足，才能達到激勵之成

效。企業獎酬制度之設置，員工瞭解達成組織目標就能獲得

獎勵，員工會願意跟隨組織目標，付出更多努力因而提高努

力承諾 (Guest, 1997)；完善福利制度代表對員工之付出

(Williams & MacDermid, 1994)，員工會產生承諾，認同組織

之信念、目標與核心價值，提高了價值承諾；明確的內部晉

升制度，員工知曉自己在組織之職涯發展，員工會信任組

織、願意留任組織，提升了留職承諾(Guest, 1997)。因此領

導者適時激勵員工，當員工需求漸滿足時就會發展對組織之

承諾(Mowday et al., 1982)。 

    Mathieu and Zajac(1990)將組織承諾中之持續承諾歸類

為計算或功利承諾，在其組織承諾前因後果模式亦指出，激

勵為組織承諾的相關變項，認為激勵制度會影響員工組織承

諾之發展。研究顯示，獎酬(Ogilvie, 1986)、福利滿意度

(Weathington & Tetrick, 2000) 、 生 涯 發 展 (Paul & 

Anantharaman, 2003)與公平的晉升制度(Ogilvie, 1986)皆能

夠預測組織承諾，利潤分享的激勵計畫(Bayo-Moriones & 

Larraza-Kintana, 2009)與承諾之間存在正向關係，獎酬(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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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ntharaman, 2003)和員工入股方式之激勵制度(Long, 

1978; French & Rosenstein, 1984; Klein, 1987)對組織承諾具

有正面之影響。研究者推論在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的關係

中可能會受到員工激勵之干擾。因此，提出下列假設: 

H3：在轉換型領導正向影響組織承諾的關係中，員工激勵

具有干擾效果。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發展出本研究的架構。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二) 問卷設計與抽樣設計 

    本研究所探討之構面包含高階轉換型領導、轉換型領

導、員工激勵與組織承諾。本研究資料是以問卷調查回收樣

本獲得，由文獻探討與過去學者研究發展出相關量表。對於

高階轉換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的衡量係參考 Bass and 

Avolio(1997) 所發展的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MLQ)問卷量表，轉換型領導測量構面，主要能夠測出受測

者對主管之個別關懷、智識啟發、激勵願景共享與魅力理想

化等層面的領導風格感受。本研究採用之員工激勵量表係參

考 Greenberg and Liebman (1990)所發展的問卷量表，修訂為

適合本研究之問卷。將激勵制度分為物質型報酬之激勵制

度、社會型報酬之激勵制度和活動型報酬之激勵制度等三大

類。本研究採用之組織承諾量表係參考 Mowday, Steers and 

Porter(1979)對組織承諾之定義所編製之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OCQ)組織承諾問卷量表。OCQ

主要能夠測出受測者對組織的歸依認同程度，分為努力承

諾、留職承諾和價值承諾。問項的衡量採用 Likert 五點評

量尺度，以不計名方式由受試者從「非常同意」、「同意」、「普

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項選擇中，計分方式分別

為依 5、4、3、2、1分依序計分。 

    學者認為會計與行銷是小型企業問題之關鍵，因此大部

份高層管理者特別重視與關心此部門之員工和管理成果

(Wichmann, 1983)。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分兩部分實施，第一

部分為問卷的前測分析，以確認本研究問卷適合作為正式問

卷之用；第二部分則進行正式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前測具有

內容效度，先諮詢專家學者及中小企業之主管，再隨機選定

60 名員工作為前測施測對象。正式問卷發放以臺灣中小企

業之員工為調查對象。本研究針對臺灣中小企業高階主管轉

換型領導、轉換型領導、員工激勵與組織承諾之關係來進行

研究，所以在研究對象上必須為臺灣中小企業之在職員工。

問卷調查依中華徵信所台灣地區企業名錄篩選出符合中小

企業定義之企業，隨機抽出 350 家中小企業為問卷發放樣

本，郵寄發放 1050份問卷，為了避免共同方法變異(CMV)，

本研究以配對的方式發放問卷，將問卷分成會計部門主管

(高階轉換型領導)以及會計部門員工(轉換型領導、員工激

勵、組織承諾)來進行，每一組問卷為中小企業的一位會計

部門主管配對其二位會計部門員工，共計有 350家中小企業

的 350位會計部門主管與 700位會計部門員工。同一家中小

企業的三份問卷上，會標示記號以利分辨。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 個人背景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臺灣中小企業之員工為調查對象，問卷調查依

中華徵信所台灣地區企業名錄篩選出符合中小企業定義之

企業，隨機抽出 350家中小企業為問卷發放樣本，郵寄發放

1050 份問卷(會計部門主管 350 份以及會計部門員工 700

份)，共回收有效組數 178組(共計 178 份部門主管問卷以及

205份員工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 36.5%。在會計部門主管

樣本結構部分，女性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60.2%，男性為

39.8%；在年齡方面，以 41~50歲者居多，佔全部樣本比例

的 34.4%，其次 31~40歲者為 28.6%；在學歷方面，以專科

大學者最高，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68.3%，其次研究所為

15.8%；在年資方面，16年以上者最高，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42.3%，其次 11 年~15 年為 32.5%；在平均所得方面，

30001~40000 元者最高，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51.4%；在公司

所在區域方面，南部最高，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47.2%。在會

計部門員工樣本結構部分，女性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66.8%，

高階轉換型領導 

    行業別 

轉換型領導 組織承諾 

員工激勵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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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33.2%；在年齡方面，以 21~30 歲者居多，佔全部樣本

比例的 56.4%，其次 31~40歲者為 27.8%；在學歷方面，以

專科大學者最高，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69.2%，其次高中職為

19.8%；在年資方面，5 年以下者最高，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67.3%，其次 6 年~10 年為 21.5%；在平均所得方面，

20001~30000 元者最高，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71.2%；在公司

所在區域方面，南部最高，佔全部樣本比例的 44.2%。 

(二) 效度與信度 

本研究所探討之構面包含高階轉換型領導、轉換型領

導、員工激勵與組織承諾。本研究資料是以問卷調查回收樣

本獲得，首先由文獻探討與過去學者研究發展出相關量表。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分兩部分實施，第一部分為問卷之前測分

析，以確認本研究問卷適合作為正式問卷之用；第二部分則

進行正式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前測具有內容效度，先諮詢專

家學者及中小企業之主管，再隨機選定 60 名員工作為前測

施測對象。高階轉換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之各子構面：個別

關懷、智識啟發、激勵願景共享和魅力理想化，員工激勵之

各子構面：物質、社會和活動，組織承諾之各子構面：努力、

留職和價值，其結構信度均大於 0.7，萃取變異也都達 50%

以上，且多數問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7，因此不需刪題。

並且，本研究量表之各構面的相關係數皆小於 1，Cronbach's 

α係數均大於 0.7，且所有研究變項之整體 Cronbach's α值

皆大於 0.8，顯示其內部一致性程度很高。代表此量表確實

具有效度與信度。 

(三) 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 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來檢驗高階轉換型領

導、轉換型領導、員工激勵與組織承諾各變項之相關情況如

表 1所示，從表 1之相關分析統計結果得知：本研究高階轉

換型領導、轉換型領導、員工激勵與組織承諾各變項兩兩之

間均為正相關，且均達到顯著。 

 

表 1. 各變數之相關分析表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1.高階轉換型領導 3.73 .67    

2.轉換型領導 3.17 .90 .64**   

3.員工激勵 3.27 .64 .79** .69**  

4.組織承諾 3.42 .61 .60** .59** .78** 

* p < .05, ** p < .01. 

(四) 迴歸分析 

1. 高階轉換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之關係 

將高階轉換型領導設為自變項，轉換型領導設為依變

項，進行迴歸分析得出結果如表 2 所示：R
2 

 為 0.43，代表

此迴歸式可解釋 43%之變異量；F 值為 66.49**，表示高階

轉換型領導對轉換型領導有顯著預測水準；β係數為 0.65，

數值是正的且顯著，表示高階轉換型領導對轉換型領導具正

向影響。所檢定的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一：中小企業高階

轉換型領導正向影響轉換型領導。 

 

表 2. 高階轉換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之迴歸分析 

 轉換型領導 

   高階轉換型領導 .65** 

   R
2 
  .43 

   Adj-R
2 
  .42 

   F 66.49** 

* p < .05, ** p < .01. 

 

2. 中介變數之檢定 

由表 2可知：高階轉換型領導對轉換型領導有顯著預測

水準(β係數為 0.65，p<0.01)。由表 3可知：高階轉換型領

導對組織承諾預測水準也達到顯著(模式 2，β係數為 0.62，

p<0.01)。其次，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預測水準也達到顯

著(模式 3，β係數為 0.59，p<0.01)。觀察高階轉換型領導

加入轉換型領導為預測變項後，變得較為不顯著，此表示部

分中介效果的存在。 

 

表 3. 轉換型領導之中介效果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行業別 -.12 -.18** -.06 -.12* 

高階轉換型領導  .62**  .41** 

轉換型領導   .59** .32** 

R
2 
  .02 .39 .35 .45 

Adj-R
2 
  .01 .38 .35 .44 

F 2.66 56.06** 47.68** 47.06** 

* p < .05, ** p < .01. 

 

3. 干擾變數之檢定 

層級迴歸分析之模式 2置入轉換型領導，模式 3加入員 

工激勵，模式 4 再加入轉換型領導與員工激勵之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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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本研究之容忍度(tolerance)均大於 0.10，變異數膨脹係

數(VIF)均小於指標值 10，表示沒有多元共線性之問題。由

表 4可知：轉換型領導與員工激勵的交互作用效果，對組織

承諾之影響達到顯著(模式 4，β係數為 0.15，p<0.05)， 轉

換型領導變項與員工激勵變項的交互作用效果，對依變項組

織承諾達到顯著且具解釋力。所檢定的結果，支持本研究假

設三：中小企業員工激勵愈佳者，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將

有更顯著之正面效果。 

員工激勵高、低分組的調節效果，員工激勵的平均數為

35.97，將大於平均數者設定為高員工激勵組(編碼為 2)，而

低於或等於平均數者則設定為低員工激勵組(編碼為 1)，依

據組別進行迴歸分析，其結果圖示如圖 2，由圖 2可以看出：

高員工激勵組的迴歸斜率大於低員工激勵組，這表示高員工

激勵會加強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的正向影響力。因此也更

進一步驗證本研究假設三的成立：中小企業員工激勵愈佳

者，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將有更顯著之正面效果。 

 

1

2

高低員工激勵

40 60 80

轉換型領導

40

50

60

組
織
承
諾

 

圖 2. 員工激勵高低分組之迴歸分析 

 

表 4. 層級迴歸分析 

 組織承諾  

模式 1 行業別 -.12   

 R² .02  

模式 2 行業別 -.06   

 轉換型領導 .59**  

 R² .35 

模式 3 行業別 -.08    

 轉換型領導 .47**  

 員工激勵 .29**    

 R² .46 

模式 4 行業別 -.07    

 轉換型領導 .44**  

 員工激勵 .24**    

 轉換型領導 x員工激勵 .15*  

 R² .47 

* p < .05, ** p < .01.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1. 高階轉換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之關係 

由表1得知：高階轉換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兩者之間的

相關係數為0.64(p<0.01)，顯示兩者為正相關且達顯著。另

外，從表2得知：β係數為0.65(p<0.01)，顯示高階轉換型領

導對轉換型領導具正向影響；F值為66.49(p<0.01)，表示高

階轉換型領導對轉換型領導有顯著預測水準。由相關分析與

迴歸分析的結果實證出：高階轉換型領導會正向影響轉換型

領導。也就是說，當中小企業高階主管轉換型領導做得愈

好，其部屬之轉換型領導會受其影響而更好。如果，某中小

企業高階主管實行轉換型領導愈佳，可預測出其部屬之轉換

型領導將會愈佳。綜上所述，支持本研究假設一：台灣中小

企業高階轉換型領導會正向影響其部屬之轉換型領導。 

2. 轉換型領導在高階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影響之中介效

果 

由表2可知：高階轉換型領導對轉換型領導有顯著預測

水準(β係數為0.65，p<0.01)。由表3可知：高階轉換型領導

對組織承諾預測水準也達到顯著(模式2，β係數為0.62，

p<0.01)。其次，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預測水準也達到顯

著(模式3，β係數為0.59，p<0.01)。觀察高階轉換型領導加

入轉換型領導為預測變項後，變得較為不顯著，此表示部分

中介效果的存在。換句話說，中小企業高階轉換型領導對組

織承諾不僅有直接影響，還會透過轉換型領導而對組織承諾

有間接影響。綜上所述，支持本研究假設二：在台灣中小企

業高階轉換型領導正向影響組織承諾的關係中，轉換型領導

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3. 員工激勵在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影響之干擾效果 

由表 4可知：轉換型領導與員工激勵的交互作用效果，

對組織承諾之影響達到顯著(模式 4，β 係數為 0.15，

p<0.05)，轉換型領導變項與員工激勵變項的交互作用效

果，對依變項組織承諾達到顯著且具解釋力。由圖 2可以看

出：高員工激勵組的迴歸斜率大於低員工激勵組，這表示高

員工激勵會加強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的正向影響力。換句

話說，中小企業之員工激勵愈高者，其企業轉換型領導對組

織承諾之影響會有更顯著的正面效果。綜上所述，支持本研

究假設三：台灣中小企業之員工激勵愈佳，會加強轉換型領

導對組織承諾之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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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理意涵 

1. 中小企業各階層主管應善用轉換型領導以提升員工之組

織承諾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階轉換型領導會正向影響其部屬之

轉換型領導，也就是說，中小企業高階主管的領導模式，對

其部屬、較低階的管理職員工之管理模式，產生了垂直性影

響，此研究結果與社會學習理論(Bandura, 1986)的觀點不謀

而合。過去研究亦發現，主管的領導模式會影響其部屬的領

導模式，產生垂直影響效應( Yang et al., 2010)。轉換型領導

是領導者與組織成員之間互相影響之過程，在互動的過程中

組織領導者與組織成員間相互影響，改變行為以達到彼此的

期望，組織成員會將其主管視為角色與行為的模仿對象，成

功的領導模式會被複製與模仿，較高階管理者的領導模式會

影響較低階管理者的領導模式(Mayer et al., 2009)。本研究結

果顯示，轉換型領導者能夠直接以及間接影響部屬，此研究

結果與過去學者的論點一致(Bono & Anderson, 2005)，除了

直接影響基層員工也可能透過低階領導者間接影響員工

(Antonakis & Atwater, 2002)。由此可知，組織各階層管理職

員工之領導能力學習的重要性。 

此外，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

諾具正向影響，也就是說，台灣中小企業實行轉換型領導能

夠有效提升員工之組織承諾。轉換型領導是組織領導者與組

織成員之間互相影響之過程(Burns, 1978)。首先，中小企業

主管若能夠以身作則並與員工充分溝通，讓員工對自己產生

信心，認同自己之言行並視為典範，彼此之間保持友善親近

關係。其次，重視每一位員工之需求，個別關懷讓員工感受

到組織溫暖與瞭解本身在組織之重要。此外，適時、適當指

派具有挑戰及意義之任務，利用學習機會協助員工激發潛

能、創造力與擴展能力。再者，適時鼓勵團隊理念與員工共

享組織願景。自然而然，影響員工對領導者忠誠、尊崇和信

任，瞭解組織任務成果之重要，能夠堅信並願意與企業之信

念、目標、榮譽與核心價值共存，願意繼續留任、配合組織，

付出更多努力為組織之利益全力奉獻(Bass, 1985)。主管可以

經由培訓與輔導而提升轉換型領導能力(Radstaak, 2008)，因

此，建議中小企業可進行轉換型領導能力學習計畫，提供多

樣的學習機會，培育具有轉換型領導能力之領導者，推動組

織轉換型領導之實行，提升主管職員工之管理能力以有效提

升員工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 

2. 企業實行轉換型領導之同時須搭配適當的激勵配套措施 

研究結論顯示，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受到員工激勵之

顯著干擾，中小企業高員工激勵會加強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

諾的正向影響力。Dunlap(2010)認為激勵會影響員工的表

現，落實激勵方案必須注意幾個重點：激勵要能滿足需求、

能連結可以被衡量之工作績效、同時得到管理者與員工之認

可、員工認為獎勵是公平且可信可達成的 (Kinicki & 

Williams, 2010)。首先，中小企業應先瞭解員工需求，針對

其需求予以滿足。Marriner-Tomey(2009)認為領導者應該依

循員工之需求與喜好予以滿足，才能達到激勵之成效。過去

研究發現，獎酬(Paul & Anantharaman, 2003)和企業員工入股

方式之激勵制度(Long, 1978; French & Rosenstein, 1984; 

Klein, 1987)對組織承諾具有正面之影響，利潤分享的激勵計

畫(Bayo-Moriones & Larraza-Kintana, 2009)與承諾之間存在

著正向關係，由此可知，物質型報酬之激勵制度能夠提高員

工之組織承諾。物質型報酬之激勵制度，其包含所有金錢型

激勵制度(獎金、利潤分享、績效獎酬、成果分享、股票選

擇權與專業獎酬)、旅遊制度及獎品制度等。 

另一方面，學者認為提供技能提升和培訓他人的機會可

能與組織承諾相關聯(Lee, McNamara, Pitt-Catsouphes, & 

Lee, 2014)，金錢不是激勵組織成員唯一方式，管理者必須

同時注意到被激勵者的實際層面之外在報酬與心理層面之

內在報酬(Robbins, 1982)。因此，實施公開之表揚制度和完

善嚴謹之晉升制度，此類社會型報酬之激勵制度，能夠滿足

員工對組織社會、人際關係和自尊方面之需求。最後，企業

可以舉辦有關銷售成績或業績成果之競賽活動和員工教育

訓練課程之活動型報酬激勵制度，激發員工卓越工作表現，

以滿足員工成就感及自我成長方面之需求 (Greenberg & 

Liebman, 1990)。建議中小企業實行轉換型領導之同時須搭

配適當的激勵配套措施，激勵的方式與頻率應靈活運用，以

激發員工積極之工作動機，明確、及時和適當的獎勵，才能

達到激勵之成效(Marquis & Huston, 2009)。 

(三)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1.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臺灣中小企業之員工為調查對象，問卷調查依

中華徵信所台灣地區企業名錄篩選出符合中小企業定義之

企業，隨機抽出樣本發放問卷。所有回收的有效問卷，缺乏

台灣東部地區企業樣本，因此可能產生抽樣無法完整涵蓋研

究母體之情況。其次，組織承諾通常是連續之心理感受過

程，會隨著時間變遷與累積而有不同涵意，本研究採取橫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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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做法沒有考量時間因素，可能無法真正呈現實際情況，

研究之問題與相關考慮因素可能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本研

究採用郵寄方式發放問卷，無法與受測者直接接觸，因此，

無法掌握問卷填寫過程之嚴謹，如果經由主管代為進行問卷

發放與回收，也許因而造成受測者隱晦真實感受而產生偏

誤。 

2. 未來研究建議 

為了證明轉換型領導在組織承諾之重要性，學者們紛紛

探討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間之關係，文獻中發現轉換型領

導與組織承諾各構面間呈現出不一致性關係。由此可知，轉

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兩者間之關係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所

干擾。本研究選定「員工激勵」作為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

兩者關係之干擾變數，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兩者間其他可能

之干擾變數繼續探討；同時，可將「工作績效」納入研究變

項，以進一步延伸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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